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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陈献章及其门人的隐士传统 

董铁柱 

(北京师范大学—香港浸会大学联合国际学院，广东珠海，219085) 

摘要：明代广东儒学在陈献章的影响下，出现了一股隐士风潮。这与陈献章哲学思想中对于“静”和“自得”的 

推崇有关。隐逸对于陈献章来说是一个为学的必要阶段，只有通过隐逸达到不以功业为挂碍的境界，才可以自在 

地出仕或不仕。陈献章门下几位隐士的表现，体现了其为学之道的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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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明一代， 隐士风气有式微之势。《宋史· 隐逸传》 

中记载了近 50位隐士， 有学者统计， 宋代知名的隐士 

至少有 300 多位。而《明史· 隐逸传》中却只有 12 
位传主。根据《明史·隐逸传》之序，文学行谊可称 

者，已散见诸传，《明史·隐逸传》只选取了“贞节超 

迈者数人” ， 因此以张海鸥为代表的学者认为明代的隐 

士风气不如前朝即是不争的事实 [1] 。 

在这样的背景下，明代广东儒生中所呈现出的一 

股隐士趋向就显得尤为独特。虽然这些人并没有被收 

录于《明史· 隐逸传》，但是其所为与一般定义上的 

隐士并无不同。根据《明儒学案》卷八《白沙学案》 

的记载，这一批隐士几乎都是白沙先生陈献章(1428 
—1500)(以下简称白沙)的追随者。以白沙为代表的岭 

南儒学在明代理学的发展过程中扮演的重要角色早已 

为学者所公认。这一隐士群体有着什么样的特点？究 

竟陈献章的思想对于这一隐士群体有着怎样的影响？ 

本文试图对这些问题进行探讨，以期发现他们对仕途 

态度的思想原因。 

一、陈氏之作为隐士的基本理由 

白沙作为明代广东儒学的先驱， “上承陆象山，下 

开王阳明， 是程朱理学向心学过渡的转折点” [2](39) ，其 

哲学当然是这一隐士群体的思想之源。而白沙之学的 

要点，正如黄宗羲所指出的那样： “其吃紧功夫，全在 

涵养。 ” [3](79) 至于涵养的内容，则是所谓的善端。白沙 

曾对学生说过： “夫养善端于静坐，而求义理于书册， 

则书册有时而可废，善端不可不涵养也。 ” [4](975) 这明 

确指出涵养的目的是为了发现善端，而涵养的功夫则 

是以“静”为最基本的途径。 

白沙云： “为学须从静坐中养出个端倪来，方有商 

量处。 ” [4](133) 这意味着道德境界的涵养与提高之关键 

并不在于外求。尽管几乎每一个研究白沙的学者都曾 

指出“心”和“静”在其哲学体系中的重要性，也肯 

定其通过“反求内心”的功夫达到超道德自然境界的 

主张之意义 [5](252) ，更有人因此认为他是明代思想创新 

的先驱 [6](244) ，但是据笔者所知，似乎并没有学者将陈 

献章视为隐士。众所周知，自求学于吴与弼后，白沙 

“归即绝意科举，筑春阳台而居，静坐其中，不出域 

外者数年” [2](79) 。这一段经历人人皆知，但学者多将 

这看做是其悟道的一个过程，强调的是“静坐”而非 

“隐居” 。黄明同在《陈献章评传》中认为白沙的这一 

段经历是为了创立“自得之学” [7](37) ，苟小泉在《陈 

白沙哲学研究》中也基本持此论 [8](50) 。 

为何学者一方面重视白沙的“静”与“自得” ，另 

一方面却很少肯定其思想与行为中的隐士之风？从宋 

明理学的源流来看，从周敦颐、二程到朱熹都推崇静 

坐 [9](230) ，而白沙静坐之学与周敦颐思想的关系也早已 

为学者们所承认 [7](61) 。如果将静坐的思想归为隐士之 

风，那么“共同承担并体现了这一时代的民族精神” 

的宋明理学 [4](14) ，就面临着有可能被定义为有隐逸趋 

向的危险。虽然有学者认为朱子之学重内圣轻外王的 

态度造成了不少隐士 [1] ，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大多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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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学家们的思想和行为是积极入世的，他们不断“寻 

求士人阶层的支持……同时也逼迫朝廷与皇帝承认他 

们对圣人之学的理解是正确的” [10](80) 。因此不少学者 

煞费苦心地指出，白沙“主静”观的实质是主“动” 
[11](184−191) ，与佛教的“寂灭”和道家的“虚空”不同， 

表现的是“儒家的积极有为的‘刚健’特征” [7](56) 。 

简而言之，作为明代理学的开拓者之一，白沙若是被 

贴上隐士的标签， 那么理学的积极性就有可能被削弱， 

毕竟根据陈来的理解，理学“以儒家的圣人为理想人 

格，以实现圣人的精神境界为人生的终极目的” [7](61) 。 

但在笔者看来，白沙的思想和行为可以说与隐士 

之风相符。根据传统儒家的定义， “古之所谓处士者， 

德盛者也，能静者也，修正者也，知命者也，箸是者 

也”(《荀子·非十二子》)。白沙可以说完全符合这 

些标准。尽管当代学者对隐士的定义颇有争论，张海 

鸥、肖玉峰、谢宝富等人先后都曾撰文进行剖析，然 

而基本都认为“德”和“不仕”是隐士的两个基本要 

素，谢宝富就直接把隐士定义为“看破仕途而不仕的 

拥有一定学识才德的人” [12](53) ，更以陶渊明为例，指 

出即使在某段时间出仕， 但在归隐后就可以算是隐士。 

按照这些标准，白沙应该可以算得上是一位隐士。 

如前所述，白沙早年也曾参加乡试、会试，但在 

经历了落第的挫折之后，遂绝意科举。他在江门“暨 

归杜门，独扫一室，日静坐其中” [3](807) ，行为上已经 

做到了“隐” 。更重要的是，白沙之“隐”是为了参透 

为学之路，并不是为了出仕，在其静坐期间，发生了 

明朝著名的“土木堡之变” ，明英宗被掳，在全国震惊 

的情况下，白沙不为所动，依然独处春阳台，可见其 

心确实不再关心政事。因此可以说，从行为到目的， 

白沙都可以称得上隐士。 

从思想来看，白沙对于功业的态度也颇具隐逸色 

彩。 白沙对功业的态度与其老师吴与弼一脉相承。 美国 

汉学家包弼德(Peter Bol)指出，吴与弼的理学重视内心 

的道德修养， “从科场与当代政治社会抽离，拒绝迎合 

皇权” [1](132) 。 尽管白沙在按照吴与弼践履笃实的功夫 

路子修炼后无所得而从“敬畏”转向“洒落” ，进而主 

张在“静”中自得其心，但是其自得功夫的目的和吴与 

弼主“敬”的目的并无二致，两者最终都指向个人道德 

修养， 而这种道德修养并不需要以政治上的功业作为前 

提。这便为白沙不热衷于出仕奠定了思想基础。 

白沙不以功业为挂碍，但决不是完全否定功业。 

白沙云： “人心上容留一物不得，才著一物，则有碍。 

且如功业要做，固是美事，若心心念念只在功业上， 

此心便不广大，便是有累之心。 ” [2](85) 他并不是绝对反 

对功业，而是反对因追求功业而使心有了束缚不能自 

得。而对于普通人而言，在追求功业的过程中几乎必 

然会迷失自己，故白沙一方面教学生必以静为先，另 

一方面则教导学生不要执着于为官，这都是为了让学 

生知道不以“外物累己” 。因此，隐逸对于白沙来说， 

可以说是一个为学的必要阶段。他说： “学者先须理会 

气象，气象好时，百事自当。 ” [2](84) 而静坐隐逸则是理 

会气象不可缺少的过程。白沙在《论学书》中说，通 

过长时间的静坐， “然后见吾心之体， ……日用间种种 

应酬，随吾所欲” 。 这也是白沙之所以教学生要从静坐 

入手的原因，因为这是他自己的经历。如果学生突破 

了这一阶段，那么无论是出仕还是不仕，都可以做到 

自如；而如果还没有突破这一阶段，那么就应该继续 

“隐” ，若是勉强出仕，则难免会碰壁。白沙诸学生的 

经历对此作了很好的注解。 

二、陈氏隐逸之风对门人的影响 

白沙一生大多居于岭南，其门下弟子也多为岭南 

人士 [1] 。其学生中不乏像湛若水这样曾任南京吏、礼、 

兵三部尚书的成功人士； 而曾涉足官场而后无心功业的 

也不少。 其弟子这两种不同的选择， 正是白沙对于功业 

辩证理解的两方面的体现。 无心功业的弟子正是本文所 

讨论的对象。 在他们当中， 既有做到了进退自如随心所 

欲的， 也有待人接物有所欠缺者。 前者应该是突破了隐 

的阶段， 而后者则属于尚未在静坐中找到气象的。 这更 

加说明白沙门下，隐作为必要阶段的重要性。 

根据上文所说“德”与“不仕”的隐士标准，白 

沙的岭南弟子中，共有张诩、林光、陈庸、李孔修、 

谢祐、何廷矩等人可以算是隐士 [2] 。其中，只有张诩 

一人可以算是出处皆自得的理想典型；其余五人中， 

李孔修和陈庸二人性格似有欠缺， 林光不该出仕而出， 

谢祐与何廷矩则拘泥于隐。由此可见， 白沙之教学生， 

“其初必令静坐，以养其善端” [2](106) ，这样的功夫看 

似简单，但是真正要突破这一阶段，实在并非易事。 

笔者将通过考察上述六人的隐士之行，以发现白沙之 

学对他们的影响。 

张诩的“隐” 被很多学者所忽视。 如张学智在 《明 

代哲学史》中介绍白沙弟子时，说： “张诩字廷实，号 

东所，广东南海人，成化进士，官至南京通政司左参 

议。 ” [1](55) 这显然是一种故意的忽略，因为到此为止， 

张诩的生平与普通儒者无异。然而，《明儒学案》中明 

确说张诩“养病归，六年不出……寻丁忧，累荐不 

起” [2](95) ，可见张诩虽然仕途顺利，但是却不仅有隐 

逸之心，亦有隐逸之举，对于功业的态度与白沙并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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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是典型的出入于官场但不为功名所累的隐士。 

张诩对于岭南学术的传承有着强烈的自觉性： “天 

旋地转，今浙闽为天地之中，然则我百粤其邹鲁 

与？” [2](97) 面对当时浙学的兴盛，张诩认为自己的老 

师白沙才是堪比孔子的一代圣贤， “其学圣学也” [2](98) 。 

在张诩看来，白沙与孔子相似之处甚多，隐逸观点即 

是其中一处。张诩认为白沙选择隐居，并不是因为在 

科举考试中遭受打击后不得已的选择， “或者以其不大 

用于世为可恨者，是未知天也” [2](98) 。他认为自己老 

师之所以安心居于白沙村，是由于天性使然，所谓天 

生圣贤，而“圣功叵测，其可以穷达限耶？” [2](98) 

和白沙一样，张诩对于隐，持两可的态度： “出处 

无常，惟义所在，若坚守不出之心以为恒，斯孔子所 

谓果哉也。 ” [2](98) 可见他觉得隐不是目的，在需要隐的 

时候，则应该做一个处士，而需要出仕的时候，则重 

新为官。张诩多次往返于归隐和出仕之间，尽管没有 

相应的史料说明原因，但大约正是其基于义的选择。 

如谢宝富所指出的那样， “隐士是个变量，意即某人某 

段时间当官了，他就不是隐士，某段时间他厌仕且归 

隐了，他就是隐士” [9](61) 。当张诩因为义而选择不仕 

时，我们完全可以把他视为一个隐士。 

张诩对“隐”的态度，与他的为学宗旨紧密相关。 

白沙如此评价张诩： “廷实之学，以自然为宗，以忘己 

为大，以无欲为至，即心观妙，以揆圣人之用。 ” [2](95) 

值得注意的是，刘宗周对于白沙的评价也正是“学宗 

自然” [2](46) 。因此张诩在治学上可谓与其师一脉相承， 

讲究对于内心的探求。 

所谓自然，就是“即心观妙” ，也就是说世间的乐 

处，完全靠自己内心的体验。张诩他说自己早年跟随 

父亲宦游，见烟雨杨柳，境与心得，但不知为何而乐； 

后稍长，读前人诗句“柳塘春水漫” ，则句与心得，但 

仍不知乐之根源；及至养病后主静，才发现境与诗都 

并非乐之本源， “所谓至乐与至妙者， 皆不假外求而得 

矣” [2](97) 。换言之，张诩和白沙一样，隐逸之趣向的 

存在是因为他们都对“心”的重视与肯定。 

和张诩相比，李孔修的“隐”却更加明确，做到 

了不出仕与独居。李孔修字子长，广州人，由张诩推 

荐入白沙门下，一直不曾追求功名，且二十多年不入 

城，以性格特立独行闻名于当时，因此出门甚至会被 

围观，可以说是一位另类隐士。 

根据《明儒学案》所载，李孔修父亲过世后，庶 

母出嫁，诬陷其夺财产，将其告上了县衙。县令询问 

他，李孔修用笔回答说“母言是也” 。县令因此反而对 

案情有所怀疑，并花时间查清了真相。这则轶事首先 

说明了李孔修不扬母恶的“孝”行，是儒家孝道与亲 

亲相隐的实践者；更重要的细节是，李孔修并不愿意 

直接和县令对话。这可以理解为他对官员的排斥和不 

屑。李孔修在另一则轶事中同样透露着对官员敬而远 

之的态度：有一次他送粮食到县衙，县令觉得他仪表 

非凡便问他姓名，他却不回答只是拱手。县令大怒说： 

“何物小民，乃与上官为礼。 ”李孔修依然只是拱手。 

发怒的县令鞭打了他五下， 李孔修最终还是无言离去。 

李孔修的守礼还体现在平日里也戴管宁帽，着朱 

子深衣。朱子深衣是典型的礼服，在祭祀时都可穿， 

平时穿朱子深衣说明李孔修严格地以礼来约束自己的 

日常行为。这当然和白沙对于礼的肯定相一致。白沙 

云： “弃礼从俗，坏名教事，贤者不为。 ” [3](236) 在守礼 

的同时蔑视官员，李孔修可以说结合了儒家和隐士的 

双重传统。他对于官僚体系的排斥是白沙无意于功业 

思想的极端体现。但是其特立有余、圆通不足的性格 

就本质而言反而是一种“显” 。有学者指出，有的隐士 

其实是希望通过自己的“隐”来表达自己的思 

想 [13](86−89) 。在这个意义上，李孔修可以算是一位成功 

的隐士， 因为当时的儿童妇女都知道这位 “子长先生” ， 

以至于他死后甚至当地人祭社还会配以李孔修。 

与李孔修齐名的谢祐同样过着更加极端的隐居生 

活。谢祐字天锡，南海人。他“筑室葵山之下，并日 

而食，袜不掩胫” [2](107) ，过着吃不饱穿不暖的日子， 

却“名利之事，纤毫不能入” ，最后过世时甚至无钱入 

土，靠同门的帮助才得以下葬。虽然明代南海人霍韬 

对李孔修和谢祐评价甚高，说“白沙抗节振世之志， 

惟子长(李孔修)、张诩、谢祐不失” [2](107) ，认为他们 

和张诩一样继承了白沙之风，但是在笔者看来，白沙 

对于隐和仕的态度是温和而不执的，如果说张诩很好 

地发扬了白沙的思想，那么李孔修和谢祐则走的是更 

为激进的路线。所谓抗节振世，实在是两个有机的部 

分：抗节自然是指保持节操不出仕，而振世则是保持 

对社会的关注，张诩可以说确实做到了这两个方面， 

但是李、谢二人却抗节有余而振世不足，让人觉得他 

们对于出处的理解有失偏颇，以至于当时甚至有人认 

为李孔修是“废人” [2](107) 。 

同为白沙门人的陈庸对李孔修评价甚高， 认为 “子 

长诚废，则颜子诚愚” [2](107) ，将李孔修的奇特之举与 

颜回相提并论。有趣的是，陈庸自己也是一个缺乏社 

交能力之人。陈庸字秉常，南海人，成化进士，张诩 

正是由他介绍给白沙的。但是与张诩在仕途的成功不 

同，陈庸五十岁时才以荆门州同入仕， 而为官仅五天， 

就因为不能屈伸而解官。在应该知天命的年纪而不知 

如何在官场应对，可见陈庸并没有达到其师白沙日用 

洒扫进退自如的境界。在官场失败之后，陈庸选择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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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不入城郭，开始了隐居生活。当时的督学王弘想要 

拜访他，陈庸也坚持不出。这也许是认识到自己之所 

以官场受挫，是因为还尚未经历白沙所主张的“必要” 

的隐居阶段， 还远未达到义理融液与操存洒落的统一。 

林光，东莞人，成化乙酉举人。会试入京遇白沙 

后，归江门在深山中隐居治学二十年，白沙称其“所 

见甚是超脱，甚是完全” 。和白沙、张诩一样，林光认 

为： “所谓闻道者，在自得耳。读尽天下书，说尽天下 

理，无自得入头处，终是闲也。 ” [2](105) 既然闻道在于 

自得，那么就和功业没有必然关联，林光不欲仕也就 

和他的哲学观点相一致。后来林光为了赡养母亲而出 

仕，白沙对此严厉批评，认为“因升斗之禄以求便 

养……胸中不皎洁磊落也” [2](105) 。既然如前文所言， 

白沙并不全然反对功业，之所以如此指责林光，应该 

是因为他认为林光尚未通过隐居达到自得之境，以无 

挂碍之心出入仕途。《明儒学案》说白沙对林光指责严 

厉是因为之前对他赞许有加，这多少于理不通：既然 

白沙不否定功业的意义， 就不应对林光出仕如此反对。 

只有理解成白沙觉得林光境界未到，才较为合理。毕 

竟，虽然白沙称赞林光，但是“所见”超脱并不意味 

着一定能身体力行。如张学智所指出的那样，白沙所 

强调的能力“重要的是在实事上体悟……须以道德实 

践为主” [1](49) 。尽管林光是公认的白沙门下得意弟子， 

但是在白沙看来，其境界依然不足以出仕。 

从白沙对何廷炬归隐的态度上，可以推测出其对 

于林光的批评应该源于林自身的境界。 何廷炬字时振， 

番禺人，为郡诸生，入白沙门后，即弃举子业。即使 

是学使胡蓉挽之秋试，何廷炬也坚持拒绝。为此白沙 

写诗云： “孟轲走四方，从者数十车。出处固有间，谁 

能别贤愚。 ”言下之意，似乎倒是在规劝何廷炬不必拘 

泥于隐逸，态度不必凝固僵化。尽管何廷炬并没有因 

此出仕，但由此可见，在白沙心目中，何廷炬的境界 

其实已经超过了必须“隐”的阶段。 

三、结语 

《明史·隐逸传》之序说： “夫圣贤以用世为心， 

而逸民以肥遁为节，岂性分使然，亦各行其志而已。 ” 

白沙的思想，却正是要把这两种不同的性与志有机地 

合二为一，因此注定会陶冶出一批具有隐士情怀的儒 

生。但是能真正做到出处自如的门生，却实在是凤毛 

麟角，这是由于白沙之学在实践上的难度所造成的。 

正如张学智所指出的那样， “义理融液与操存洒落的统 

一……是儒家功夫的最上乘，因而最难达到” [1](49) ， 

这便是白沙隐逸思想的悖论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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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fluenced by Chen Xianzhang, many Confucians from Guangdong area in the Ming dynasty were inclined 
to  be  recluse.  Such  an  attitude  is  related  to  Chen Xianzhang’s  philosophy.  According  to  Chen,  to  be  a  recluse  is  a 
necessary stage of self­cultivation. The different behaviors of Chen’s disciples indicate the difficulty of Chen’s way of 
practicing Confucia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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